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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昌友陆昌友文化走笔

小小 语语名城诗坛

家在黔北

秋事总在秋雨奔袭时呈现
秋事是夏天传衍之积蓄
如我在山涧目睹透亮，或月光
一饮而尽我的黄家湾

这是山村的第三个时令了
我见证着稻谷的日益丰稔
见证着高粱的脸颊与热泪
见证了村落秋日的所有风物

秋事让我慢慢懂
初秋之雨的内核是不急不躁
或娓娓道来的青砖小瓦进入心房
默念：家在黔北

芭蕉也歌唱

芭蕉用湿漉漉的正午联想葳蕤
芭蕉露出宽胸挡住雨滴

是这场芭蕉雨点燃了秋的缠缠绵绵
还有霞光万道
将世间黑白一分为二
或你或我

起雾时，我与山村并肩而站
听见芭蕉在雨中歌唱喜悦
那松弛的自由自在
全忘了汛期留下的细思极恐

遇见山村的芭蕉雨时
我一次次紧紧衣领和拳头
与沃土与山尖与鸟鸣
一次次捋着百姓交办的实事

穿上草鞋

一对护膝已收到
我从村里的快递中转站取回时
绕过村委会
我特意在初秋的赶场天
买了一双结实的草鞋
我想，穿着入户时足下生风
还有一种成就感：
咱们遵义人
关于草鞋留下的红色故事
不绝如缕

高粱熟了

我每天做着把石头赶上天空的事
玉米高粱薏仁稻穗也赶上天空

我试着在腾空的土地上平整一个晒场
将所有秋事有棱有角地整饬
让鸟儿们盯着丰稔丰满与丰收
跃跃欲试

最后是我先跃跃欲试
我把山村的每一个细胞
灵动成一群鹭鸶
白白净净地飞出曲线
高粱熟透的样子酒窖最懂
糥成赤水河的脸蛋

在山里看见的熟透的高粱
被风儿手摇着翻跟斗
一招一式也如此新鲜
如天空的湛蓝
在老奶奶手上穿梭
染色岁月金灿灿

听见蝉声

秋蝉被喊薄
薄如晚霞之衣袂

我们欲言又止的呢喃
在山里发酵
很快就要成为霞光
一如远山的古琴与你
被绘成淡紫
万物灵动

我躲进晚霞之下听见的蝉鸣
特别清脆
让游侠的风儿
在瞬息万变中回归
我转过身，乡村振兴的画卷
徐徐舒展

牵着自己奔跑

必须记住这最美的瞬间
将蓝色天空烧成一炬火焰的瞬间

那远处的秋日和炊烟是我的爱
面对它，我不敢太多抒情

“村事”总是顺着炊烟爬上天空
不急不躁
与日出、碧波、大山 同向

不用质疑这儿的真实
包括在大山里奢侈地拉着自己奔跑
或影子，或其他

或一杯抹茶的坦白
或一抹家乡的炊烟

听见乡亲们叫我“书记”

听见老乡喊我“书记”
“书记”“书记”“书记”
那语速，那寨味，那浓烈，那渴昐
如他们碗中冒尖尖的酱香
在我肩上升温，炙烤我

也如静谧的芙蓉江畔
芙蓉怒放
以生态之美审读
背井离乡的驻村书记
之良知
之初心

村干部

早早回村
本想晒晒被子
到了后感觉太阳已隐退
一团一团乌云在村子上空
来回走动
随时有可能踏空而坠

我在空荡荡的村舍发呆
盯着演戏的天空
村干部们都回家收玉米去了
他们天天被汗水浸泡
期待今日无雨 今日周日
他们要去抢回 自家地里的秋天

晒席 晒天

最小的稻香轻轻舒展时
汇聚成一层薄薄竹篾匠心
晒秋，晒麦，晒椒
晒花生或葵花

老百姓赐予它的名字
除有意境和张力之外
更是心胸之开阔与豁达
叫“晒天”，装下宇宙的气场

“晒天”是最大的诗意
离泥土最近的名字有故事

“晒天”比晒席烈焰得多
测温收割
人勤春早，与民心民意

秋瓜

故乡是我丢失的那把抓鱼匣子
在我头顶的夜灯上晃动
如这干净利落的秋瓜
多情热烈

秋瓜阅人无数
弯弯曲曲那腰身
揽了好多好多夜螃蟹
月光下，山影下
等君入樽

那个在溪流里抓鱼和螃蟹的男孩
依然是我
无论怎样的斑驳或岁月冲刷
在敝帚自珍与幡然醒悟之间

人生的每一束光亮
正如一秋瓜也如一鹰隼
还如桀骜不驯的螃蟹张牙舞爪

那些本性与愉悦啊
躺在故乡的怀里
尤其有母亲盯着的时候
淋漓尽致

赶集

花儿站池塘边享受阳光
摇着从鱼儿那里学来的自由与摆动
水，墨香
心情，闲暇

冬日茶花在湄江边的日子
开得潋滟
让塘边的鱼和云拥挤
做出压弯桥与村庄的架势
争着要去赶集，撒着娇

赶集是大山的特权
赶集这天的太阳或雨滴尤其热闹
人气让保洁员劳心之苦
扎堆成了微笑

山富足了，驻村人喜上眉梢
思考到了永不随波逐流
还学会了在热闹与喧嚣过后
盯着场子
左脑发呆，右眼神过滤
留下的狼藉与雪花片片

又逢三六九，我的家乡特别兴奋
鸡鸣最知今日赶场
一直熙熙攘攘

家在黔北家在黔北 （（下下））

大娄山

浙大在遵义的代理校长们浙大在遵义的代理校长们 （（下下））

一次，浙大国文系教授缪钺与系主任郭斌
龢议及时局，纵论时事，兴之所至，作五律一
首。诗云：“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末流方
混沌，卓节独从容。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
一绳维大树，愿勖郭林宗。”

言下之意，是将郭斌龢比作东汉才高八斗
却不愿接受官府征召而名著于世的士人郭泰。

1900年5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郭斌龢，
其父郭镇藩是清末一位德高学湛的贡生。这使
他得以幼承庭训，饱读诗书；1917年考入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文史大师柳诒徵，是为“柳
门”弟子；1919年考入香港大学，1922年7月毕
业后，留港一年，苦攻希腊文和拉丁文；1923年
6月起，先后任教于南京一中、沈阳东北大学，有
幸结识国学大家吴宓，加盟“学衡”；1927年考
取庚款公费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受业于新人
文主义者白璧德，研读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与
梅光迪同一师门；1930年，又转入英国牛津大
学，进修希腊文学；1931年春，学成归国的郭斌
龢，以其中西合璧的完善教育，融汇新知与旧学
的知识领域，执教于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
大学、中央大学等。

1937年8月，郭斌龢应竺可桢校长之聘，来
到“学衡”派精英荟萃的浙江大学，参与了西迁
办学的全过程。1938年8月，浙大奉教育部之
命，在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文理学院副院
长梅光迪、史地系主任张其昀鼎力举荐“学兼中
西之通才”郭斌龢担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师范
学院国文系主任。

上任伊始，郭斌龢就编写了以“义理为主，
然后考据有依附，辞章有所归”为主旨的“课程

草案”，在校内印发宣读，并在当年招收的文学
院、师范学院两个国文系新生中开始实施。这
个“草案”，倡导学问以致用为本，规定新生先博
览群书，然后再求专求精；这个“草案”既重国文
写作，要求学生一律用文言写作文，又强调学生
应中西学兼备。这些，是与竺可桢校长所倡导
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一脉相承的。在宜山
的第19次校务会议上，由竺可桢校长提议、郑
宗海与郭斌龢两人附议、得到全体通过、正式

“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其初衷，正是要在浙
大形成“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学风。

1941年8月，著名音乐家应尚能受竺可桢
校长之托，将马一浮撰写的歌词谱写成浙大校
歌，随即在全校范围内传唱。为使浙大学生深刻
理解国学大师马一浮所作歌词蕴藉的深邃涵义，
同时，也为阐发“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的文化精神，郭斌龢撰写了《本校校歌释义》演讲
稿，发表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2期。
他还按照竺可桢校长的安排，分别于11月10日
在遵义丁字口庆华戏院、次年元月12日上午在
湄潭玉皇阁、当天下午在永兴向浙大学生演讲，
称大学生应“百川归海”“兼收并蓄、包罗万相”；
大学的最高目的，是“求是”“求真”“以学术文化
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认识之明通”；大
学教育，则“应养成宽大之胸襟，廓然无限，有如
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
这些见解，既是对马一浮歌词的直白诠释，又是
对竺可桢办学思想、理念的深刻理解。

1943年3月，浙大训导长张其昀赴美讲学，
经校长竺可桢推举，郭斌龢接任训导长一职，在
更高层面上参与校务处理，进一步成为竺可桢
校长的得力助手。在3月8日湄潭纪念周的“训
词”中，郭斌龢强调“训导”就是以德服人，其目
的“不在训，而在培养学问空气”。

1945年2月17日至4月22日，竺可桢校长
出差重庆，委托郭斌龢代理校长职务64天。这
段时间的浙大，可谓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先是
3月11日，学生自治会在何家巷三号的教室里
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
会”；接着，16日，《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
进民主宪政宣言》（即《国是宣言》）在何家巷《生
活壁报》张贴，随后印刷2000余份，发往全国各
地；4月17日，学生们又酝酿成立“全国高等院
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促进会”，欲发起成立全国学
联；因物价上涨，部分学生要求增发伙食费及夜
间照明灯油供给，引发罢课，并由遵义校本部波
及湄潭分校及永兴的一年级。

为应对这些变故，也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
序，在短短9个教学周的时间里，代校长郭斌龢
就主持召开了9次行政谈话会，1次学生代表谈
话会，协调处理。其间，他专程去了一趟湄潭、
永兴，协商灯油补贴，督导学生复课。为严肃校
纪，他还通过行政谈话会，对虚报战地服务团用
款的学生余xx以开除学籍处分；对在校期间违
反校规、未婚先孕的男生俞xx、女生许xx，“嘱
即自动退学，若需转学，证件可照办”。

随着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心脏病日益加重，
前往重庆、贵阳诊治，即便在遵，也难以坚持日
常工作，郭斌龢又以代院长身份，处理文学院各
项事务，直至梅光迪去世。

1946年元月10日，梅光迪去世不足半月，
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记载：“四点，余晤郭洽周
（郭斌龢），告以文院院长拟聘晓峰（张其昀）主
持，请洽周任外文系主任，祝廉先（祝文白）为
国文系主任。”原本志在必得的郭斌龢十分惊
异，不但代理的文学院院长不能转正，就连当
了近十年的国文系主任也难以连任，加上训导
长一职也将另属他人。尽管心有不快，但他还
是顾全大局。第二天一大早，郭斌龢就赶到子
弹库的校长办公室，把文学院印鉴交还了竺可
桢校长。

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郭斌龢与刚继任训
导长的黄尊生伴随在主祭竺可桢左右，担任陪
祭。他还为这位自己所敬重的哈佛同门、浙大
同事撰写了《梅迪生先生传略》。这篇字里行间
充溢着真情实感的祭文，与众多政要、同仁挽
联、诗文一起，刊登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
第140期——“追悼梅迪生先生专辑”，给人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学院院长一职的安排，或许是没有做好
充分的准备，缺少必要的铺垫，不仅让郭斌龢心
存芥蒂，在部分浙大师生中，也略有微词。学生
代表江希和在梅光迪追悼会上的发言就“谈及
文学院长产生过于迅速，希望不要把干净的校
园糟蹋了”（竺可桢当日日记）。而郭斌龢则久
久难以释怀。直到4月1日浙大校庆十九周年
纪念会上，郭斌龢的演讲中还在嗔怪竺可桢校
长“用政治手腕不令其长国文系主任及文院院
长而调外文系”（竺可桢当日日记）。5月7日上
午八点，郭斌龢一家第一批离开遵义，但他没有
和同仁们一道回杭，而是离开浙大，去了南京，
重回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就职，
长期从事希腊文、拉丁文的教学与研究，直至
1987年9月，以87岁高龄逝世。

“卓节独从容”的学者郭斌龢

王国松

1954年，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的王国松在
是年的毕业纪念册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实
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而这，也是
他作为著名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一生努力的
方向和目标。

1902年出生于浙江温州的王国松，表字劲
夫。从小勤奋刻苦、学业精进。先是1916年以
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温州最好的中学——
浙江省立十中，四年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
跨进浙大前身——浙江公立工业学校，攻读电
机科。后来，他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留校
任教五年。1930年，王国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
公费留学。一年后，即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33年，再拿下电工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
重归母校，在工学院从副教授到教授，再到电机
系主任，迎来了竺可桢校长执掌浙江大学，踏上
了漫漫的西迁征途。

西迁途中，刚离建德，就频遭凶险。王国松
考虑再三，在金华时暂别同仁，带妻子和五个女
儿，折转回温州，把妻小安顿妥帖后，立即赶往
吉安与大队人马汇合。而与家人的分隔，达五
年之久。直到1943年，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历
尽艰辛，赶到遵义。

在遵义，寓居老城大仕阁巷的王国松，是个
尽人皆知的大忙人。他负责押运的仪器和实验
设备刚到，马上就像在泰和、宜山一样，赶快组
织拆卸，在老城次东门外湘江河畔因陋就简建
起的实验室里安装起来，及时开出实验课。除
繁杂的行政事务外，他还要讲授“直流电机”“交
流电路”“电工原理”“电工数学”“高压电力传
输”“输变电工程”等专业课程。尤其是“电工数
学”这门课程是王国松在国内大学首创，在国外
大学也少见。此课程由他自编讲义，以应用数
学模式对若干电气现象进行解释、论证，在历届
学生中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1942年下半年，工学院原任院长李熙谋离

开浙大，去了重庆的交大。王国松就顶着代院
长的头衔，操持工学院的纷繁事务，直到1944
年9月21日，被正式任命为院长。为确保电机、
化工、机械、土木各系的实验都能正常开展，把
分散在子弹库、西蜀会馆、陆军大学饭厅等处的
实验室集中到次东门外，他东奔西走、上下努
力，总算将实验工场建成。在四个系都正常或
增班招生的情况下，工学院于1945年增设航空
工程系。据浙大教务处1946年2月统计，是年
全校学生1199人，工学院学生就有556人，占
46%；而是年的247名毕业生中，工学院毕业者
136人，占55%以上；遵义办学七年间，光电机系
毕业生就有150人。这些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得
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这一切，在很大程度
上，都得益于王国松院长的辛劳和付出。

1944年4月10日下午，王国松代院长陪同
前来造访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老城次东
门外参观了扩建中的工学院实验工场。近两个
小时的参观，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遵义，王国松还是一个为师生带来光明、
给百姓送来温暖，深受大家喜爱的好人。是他，
用历尽千辛万苦从杭州迁运而来的柴油机带动
发电机，以桐油取代价格昂贵且很难买到的柴
油，发出电来，解决实验用电。因为他知道“遵
义晚间照明用的是菜油灯，但未来的电机工程
师却不能不做实验，因而不能没有电。”又是他，
把另一台小型柴油机和发电机安装在何家巷三
号大院里，每夜发电三小时，让教室大放光明，
使同学们的晚自习从昏暗的菜油、桐油或柏油
灯光下解脱出来。还是他，带领电机系的同学，
沿遵义城中大街上的石板路，统计路灯负荷、需
用材料，编制供电网络，为遵义城市供电作出最
早的规划。浙大东归回杭之前，是他将浙大实
验、照明用的柴油机、发电机留在了遵义，促成
1951年遵义第一座发电厂以此为基础，在狮子
桥头诞生。

自1940年8月15日，工学院的电机、化工、
土木、机械四系实验室向市民公开展示开始，每
年6月6日的“工程师节”，次东门外的工学院实
验工场，都向公众开放，遵义市民往往摩肩接
踵、纷至沓来，以致眼界大开。此举一直延续到
1946年，浙大离开遵义。这一持续七年、让遵
义市民获益匪浅的活动，王国松应该是功不可
没。而1944年“工程师节”实验工场向公众开
放时发生火灾，还是王国松迅速赶到现场，果断

“始停机器”，积极组织灭火，才避免造成更大损
失。

自1945年9月，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南
京、杭州，为浙大东归复员奔走，一去就是两个
月；后来再两次去重庆，时间又是一个月；然后
是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返回杭州，到最后一批
浙大师生离开将近三个月的善后处理，先后加

起来总共186天，王国松作了半年的代理校长。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代理校长王国松主持

召开的行政谈话会就有25次。其中，1945年9
月17日至11月25日，计7次。这些会议分别
调处了遵义、湄潭学生“壁报”问题，决定了新学
年招生、从军学生返校复学，改选了教职员福利
委员会等。1946年2月22日至3月5日，计2
次，分别处理学生“壁报”侮辱教师事件，通报学
生自治会“反苏”游行经过。4月6日至25日，计
2次，分别规定垫发学生复员经费、教职员暑期
借书办法，安排接待遵义籍政要——三青团中
央团部代书记长刘健群在浙大演讲。

5月6日，竺可桢校长离遵返杭。6月1日，
遵义的浙大校本部改称“国立浙江大学遵义办
事处”。“国立浙江大学”关防（印鉴）在留遵暂用
至7月20日由文书组主任孙祥治带回杭州后，
启用“办事处”钤记。在留守遵义的82天（自5
月16日竺可桢校长离遵至8月6日浙大在遵义
最后一次行政谈话会召开）里，代校长王国松在
教务长张绍忠、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湄潭复员委
员会主任苏步青等的鼎力相助下，既要与浙大
派驻重庆的高学洵、长沙的舒鸿、马宗裕、贵阳
谢家玉保持密切联系，向坐镇杭州的竺可桢校
长报告，协调各种交通工具，运送分批次复员的
教职员、家眷、学生和图书、仪器设备；又要组织
力量将工学院在遵义的实验工场、农学院在湄
潭的农场、师范学院在湄潭的附属中学，还有那
些难以带走的资产移交地方；还要应对某些宵
小之徒的破坏行为。譬如湄潭三青团擅自把文
庙照壁上面的“国立浙江大学”六字覆盖，涂改
为团徽；遵义驻军军官总队70余人强行占据工
学院实验室。

在此期间，王国松代校长主持召开的行政
谈话会就有14次之多，张绍忠、张其昀无一次
缺席。而8月6日召开的最后一次行政谈话会
的内容是：决定派车将身患肺病的师生送往重
庆结核病防治院，并发给半年的住院费。

9月12日下午，刚回到杭州的王国松向竺
可桢校长复命，详细汇报了“三个月来遵义代理
期间善后种种”。然后，继续在工学院院长任上
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无私奉献。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时任浙大农学院院长
蔡邦华之子蔡恒胜，对竺可桢校长西迁遵义、湄
潭办学七年期间的日记作了数据分析，归纳出
人名出现频率前12位的人物，5位代理校长皆
名列其中。具体次数是：张绍忠630次，王国松
609次，李熙谋597次，梅光迪567次，郭斌龢
486次。由此数据即足以见得他们在竺可桢校
长心目中位置的重要，在竺可桢“民主办学，教
授治校”理念实施中作用发挥的巨大，在“求是”
精神砥砺磨炼中影响的深远。

(全文完)

国之劲松、植根教坛的工学院老院长王国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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